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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测度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与这些城市 R&D 经费投入呈正相关性。长三角

城市群应加大创新资金投入，建立与之配套的经费使用管理机制，促进创新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拉动城市群整体

创新效率提升,推动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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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新是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持续的高创新投入是创新活动的保障,是高创新产出的重要前提。十九大报告中明确

规划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着力推动区域各层面战略性联动和全局性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长三角城市群创

新效率的增长驱动周边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创新型国家总体建设目标，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李邃和万秉烛(2017)[1]以长江沿岸区域为研究对象，利用 DEA 数据模型，探究

创新活动投入产出效率关联性。张新民和张婷婷(2017)[2]从区域文化发展研究视角，分析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对创

新效率的影响。冯南平和魏芬芬(2017)
[3]
针对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导入时间等虚拟变量，测算影响创新活动的各种

因素，分析各个区域的创新活动是否存在时间维度差异。李永周和袁波(2018)[4]利用 DEA 数据模型，选取我国 31 个省份的创新

投入与产出信息，从创新投入与效益产出两个阶段进行具体评估测算,从创新有效性、经济有效性及综合有效性维度实施评价。

杜爽等(2018)[5]认为区域发展的创新能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创新研究视角，对比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两个重要经济区域

的创新能力，结果发现区域制造业企业的集聚和创新环境的营造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十分大。庞庆华等(2019)[6]选取 2007

—2017 年长江经济带数据，采用区位嫡和熵权法,科学测量区域金融生态圈集聚效益,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引入空间权重评价指

标,精准测算长江经济带的金融创新活动和生态圈集聚效应。危怀安和平霰(2019)[7]在研究中以武汉城市圈为例，采用 DEA 模型

对 2007—2016 年武汉城市圈的科技创新和经济产出的阶段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武汉城市圈的科技创新效率时空差异明显，其中

的成员城市和中心城市间效率差距先缩小后扩大，严重制约了城市圈整体效率提升。 

现有文献较少从投入产出角度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展开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视角，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对城市群创新效率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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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设计 

1.1 模型构建 

超效率 DEA 模型能够对效率值超过 1 的 DMU 效率进行测量，从而能够满足有效单元的效率评估。在模型构建过程中，为了

测量的便利，将研究对象都视作独立的决策单元，简称 DMU。根据各个 DMU 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变量，得到相对有效的生产边界值,

比较分析各个 DMU与有效的生产边界值的差异,从而确定各个 DMU 的效率。 

假设 DMU 数量有 n 个，记为 j=1,2,3,…，n，各个 DMU 的创新投入为 p，记为 Xp=(x1j,x2j, …,xmj),s 种产出，记为 Yj=(y1j，

y2j,…，ysj)，由此确定其超效率表达式为： 

 

其中，θ为DMU 的超效率值，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而 s+、s-成为输入输出的松弛变量，xij为第 j个 DMU 的第 i种创新

投入总量，yrj为第 j个 DMU 的第 r种类型创新产出总量，xij>0,yij>0,λj为投入产出指标权重系数。 

同时,为了充分考虑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松弛状况，本文在目标函数中假设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为无量纲数

据，并不考虑投入产出指标对于创新项目效率的度量影响。另外,DMU 的创新投入与产出效率规律呈现单调递减趋势，符合实际

的创新生产活动规律，从而从深层次揭露效率本质。其测量模型如下： 

 

其中，λ为指标权重向量，s+、s-为输入输出的松弛变量,sg为产出可增加量，sb为产出可减少量。p*为目标函数，会随着数

值的增大而单调递减，其取值范围为0≤p*≤1。当函数值 p*=l时, s-=0,sg=0,sb=0,表明具有效率；当 p*<l 时，表示是无效状态，

必须从投入产出的各个具体要素着手,进行效率改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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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价指标设计 

结合已有研究[8—11],本文在测度长三角城市群投入产出创新效率时,根据创新发展实际，选取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1所示。 

表 1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创新投入 
R&D 人力投入 

R&D 经费投入 

R&D 人员数量（人） 

R&D 经费金额（亿元） 

创新产出 
经济效益产出 

知识成果产出 

高技术产品产值（亿元）专利授权数量（件） 

 

表 1中，创新投入的关键性指标主要是 R&D 相关的指标内容，本文选取 R&D人员数量、R&D 经费金额作为衡量指标。关于创

新产出指标主要是科技成果转化，主要采用高技术产值、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 

2 结果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文参照 2018年福布斯中国“创新力最强的 30个城市”榜单，选取苏州、上海、杭州、南京、昆山、宁波、无锡、绍兴、

镇江、太仓、合肥、湖州、常州、芜湖、慈溪、宜兴、南通和嘉兴 18个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城市作为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

年鉴》。由于创新投入对产出效率的作用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以第 t 年为创新产出数据时间 U-1 年

为创新投入数据，以充分保障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2 数据处理 

超效率 DEA 模型实证研究中，选取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的 18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可知模型中的 DMU 数量为 18。借助

MaxDEA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在得出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效率数据基础上，借助 SPSS23.0软件处理研究数据。 

关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的测算，应充分意识到创新投入对产出效率的作用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故应选取 t年的创新产出指标,创新投入指标则选取-1年统计数据。为了进一步保障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留出一定的测量时

间长度，即 2017 年的创新投入和 2018 年创新产出数据。为了确定相关数据能够满足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如表 2所示。 

表 2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分析 

变量 
R&D 

人员数量 

R&D 

经费金额 

高技术 

产品产值 

专利 

授权数量 

R&D 人员数量 1 0.524 0.887** 0.704** 

R&D 经费金额 0.537* 1 0.649* 0.987** 

高技术产品产值 0.957** 0.698* 1 0.741** 

专利授权数量 0.764** 0.894** 0.778** 1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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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各个衡量指标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性,能够用于下文的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

评估工作。 

2.3 原始 DEA 输出结果 

利用 MaxDEA 软件得到原始的 DEA输出结果,具体如下页表 3所示。其中,技术效率反映的是决策单元在一定规模的创新投入

要素基础上的创新生产效率状况，当其效率值为 1 时,则表明该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是有效的;纯技术效率指的是投入一定的管

理、技术等要素的创新生产效率状况，当效率值为 1时，则表明该决策单元的投入资源利用是有效的;规模技术效率则是指区域

内规模效率产生的创新生产效率状况。 

由表 3可知，苏州、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效率值都达到了1,表明这些处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具有强 DEA 有效,而其他

的长三角城市DEA有效情况差异较大。但从总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均值为0.747,具有较大的创新发展空间。 

就纯技术效率而言，长三角城市群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0.914,同时强 DEA 有效城市有宁波、南京、杭州、上海、苏州、无

锡、昆山等，其纯技术效率值为 1,其他城市的纯技术效率值均小于 1,处于无效水平。由此可知,虽然这些城市的创新资源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但由于其规模无效导致了最终结果的无效，因此这些城市创新发展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开发规模效

益上。 

从规模技术效率角度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的规模技术效率均值为 0.821,在此水平之上的城市主要有苏州、上海、杭州、南

京、昆山、无锡、合肥、常州、宜兴、南通等，具有规模效率有效，而其他长三角城市则处于规模无效。 

表 3 2017 年的创新投入和 2018 年创新产出原始 DEA输出结果 

城市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技术效率 

苏州 1.000 1.000 1.000 

上海 1.000 1.000 1.000 

杭州 1.000 1.000 1.000 

南京 1.000 1.000 1.000 

昆山 0.847 1.000 0.864 

宁波 0.758 1.000 0.768 

无锡 0.841 1.000 0.854 

绍兴 0.568 0.657 0.598 

镇江 0.574 0.674 0.574 

太仓 0.498 0.541 0.624 

合肥 0.687 0.748 0.847 

湖州 0.547 0.684 0.621 

常州 0.747 0.874 0.903 

芜湖 0.654 0.789 0.748 

慈溪 0.541 0.651 0.514 

宜兴 0.754 0.798 0.904 

南通 0.801 0.867 0.987 

嘉兴 0.724 0.804 0.784 

长三角城市群 0.747 0.914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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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归结果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受随机因素的影响，且受金融发展因素的影响较大，另外过分的政府干预很容易导致长三角城市群

创新投入资源的浪费，无法真正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在此基础上，为了降低 DEA 效率测量的偏差，应科学调整创

新投入变量，构建 SFA 回归模型，设置自变量受教育人口数量 X1、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X2、区域科技经费筹集中金融机构支

持情况 X3、区域科技经费筹集中政府支持情况 X4、基础设施状况 X5。 

 

表 4 SFA 回归模型投入变量松弛值 

城市 X1松弛值 X2松弛值 

苏州 12147521.10 0.000 

上海 0.000 0.000 

杭州 1.000 0.000 

南京 0.000 0.000 

昆山 0.000 101.14 

宁波 0.000 80.24 

无锡 0.000 0.000 

绍兴 0.000 0.000 

镇江 0.000 0.000 

太仓 214755.35 0.000 

合肥 0.000 3451.14 

湖州 0.000 0.000 

常州 0.000 0.000 

芜湖 0.000 52.14 

慈溪 0.000 531.01 

宜兴 0.000 0.000 

南通 41234.74 0.000 

嘉兴 0.000 0.000 

Γ值 0.832141 0.210475 

 

由表 4和表 5可知，各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明显，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投入与产出系统中，随机因素对于其创新效率影响较大，X1 和 X2 的投入松弛变量模型的Γ值均介于

0.1-0.9,经显著性检验，模型成立。 

表 5 SFA 回归模型 

 X1投入变量 SFA X2投入变量 SFA 

常数 -32426346.00 -9543.32 

X1 324212.3 104.387 

X2 322.089 -0.029 

X3 -2434192 -87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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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283192 72.032 

X5 1982334 179.342 

 

 (2)数据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投入与产出变量，对于各个松弛变量影响明显，其中数值为正表明具有正向作用，数值为

负表明具有负向作用。由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是强 DEA 有效城市可知,加大创新投入，营造积极和谐的科技创新环境,强化

城市科技资源管理,对于提升城市的创新产出至关重要。 

(3)从长 8角城市群创新投入与产出效率分析发现,提高研究员的综合素质,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虽然在一定时间内

可能会增加资金投入，但从长远看有利于避免研究员的冗余。 

(4)政府过度干预可能导致创新投入浪费，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结合南通的创新效率变化分析，可知南通的实际 R&D经费

投入产出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是导致南通创新产出产值下降的主要原因。 

2.5 调整后的 DEA 结果 

为了降低 DEA效率测量的偏差,结合上文分析结果，对创新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 DEA结果测算，结果

如表 6所示。 

表 6 调整后的 DEA输出结果 

城市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技术效率 变化趋势 

苏州 1.000 1.000 1.000 不变 

上海 1.000 1.000 1.000 不变 

杭州 1.000 1.000 1.000 不变 

南京 1.000 1.000 1.000 不变 

昆山 0.854 1.000 0.884 提高 

宁波 0.768 1.000 0.799 提高 

无锡 0.837 1.000 0.868 提高 

绍兴 0.517 0.621 0.568 降低 

镇江 0.534 0.637 0.551 降低 

太仓 0.458 0.509 0.600 降低 

合肥 0.643 0.715 0.814 降低 

湖州 0.501 0.663 0.601 降低 

常州 0.717 0.850 0.890 降低 

芜湖 0.621 0.762 0.704 降低 

慈溪 0.504 0.634 0.501 降低 

宜兴 0.708 0.741 0.891 降低 

南通 0.686 0.634 0.423 降低 

嘉兴 0.710 0.798 0.747 降低 

长三角城市群 0.706 0.901 0.813 降低 

 

由表 6 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有所变化，但一些城市的创新效率的变化较小，尤其是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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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城市的变化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处于效率前沿面；昆山、宁波、无锡三个城市的创新效率有所提高;剩下的 12个长三角城

市的创新效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其中，南通的创新效率变化程度较大,技术效率由调整前的 0.808 下降为调整后的 0.423。由

此可知，南通市在实际的创新投入与产出活动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极为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这可能是导致南通市创新产出产

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苏州、上海、杭州、南京的创新效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其创新投入转化为具体的创新产出效

率具有强 DEA 有效，这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城市 R&D 经费投入逐年提升，且一直在完善经费使用管理机制，提升经费的利用率，

并高度重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有关。 

3 结束语 

本文实证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城市 R&D 经费投入关联密切，呈正相关关系。然而长三角

城市群内的 18个城市的创新效率差异明显，其中苏州、上海、杭州、南京是强 DEA效率城市，表明这些城市的创新成果转化效

率较高。 

首先,要想带动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的提升，应充分发挥强 DEA效率优势，培育城市创新集聚动力，积极推动并带动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研发平台，构建完善的生态创新系统，建立联合的城市群创新网络系统，进一步提高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投入

产出比[12]。其次,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加强创新投入的使用管理工作，注重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价值，以激活城市

的有效创新因子,引导城市的创新投入与产出活动，从而促进城市创新驱动力的释放。同时，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发展过程中应注

重强化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除加大创新投入之外，借助信息化建设成果，构建创新资源共享平台也十分必要,有利于

共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孕育高地[13]。最后,长三角城市群内的科技人才流动机制的构建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户籍制度、薪

酬制度、养老机制及子女教育问题等，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打破城市群内科技人才的流动壁垒，调动科技人才的工作积极性

和主动性,建设完善有效的城市群科技人才流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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